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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厘定与廓清,既是不断深刻认识多民族国情的过程,也

是中国革命所必须处理的重大事项,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以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

确道路的探索相伴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天然地、内在地包括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处理与解决之道,
在这个并非一蹴而就的历史进程中,既有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艰辛摸索与不断深化的自主实

践,也与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外在帮助与关键节点的强力支持密不可分。 依据共产国际和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文献,对从瓦窑堡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的这段“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脉络,进行了重

新的梳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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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

族主义之国家而已”[1]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自
其提出伊始就与国家概念相关联。 早在 1921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就通过其下属的组织把全

体中国人视为对外意义上“国家民族”,认为

“在民族生存权的理由上,我们须与外国帝国主

义之侵略奋斗”[2] ;而到 1922 年,中共在二大宣

言中明确地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

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党的奋斗目标[3] 。 但

是,关于如何以及怎样清晰而准确地认识和定

位具有“国家民族”意义的中华民族并由此实现

中华民族的内部团结和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

的这一理论探索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才得以基

本完成,而这一时点恰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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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出完全同步。 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既有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艰辛摸索与不断

实践,也有共产国际的外在帮助与关键支持。
接续此前的概述和研究[4] ,笔者基于中国共产

党历史文献的梳理和比较,呈现了这一历程。
一、“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斯大林

对共产国际的批评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内涵的深刻体认,
既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也有地方党组织与中央

的互动,因而是一个由外及内、上下激荡的历史

过程。
大革命失败后,1927 年 5 月 24 日,斯大林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

上指责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存在着
 

“两条路线”,并指名道姓地批判托洛茨基和季

诺维也夫[5]279+281;7 月 28 日,斯大林在《真理

报》上撰文严厉地批评那种“企图把对一切国家

的领导千篇一律化”的行为:
他们真诚地相信:根据共产国际

的某些公认的一般原理,不用顾到中

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
国习俗和传统的民族特点,所谓用电

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 实在来说,这
些“领导者”不同于真正领导者的地

方,就在于他们衣袋里藏着两三个现

成的、对一切国家都“适用的”、在任

何条件下都“必须的”公式。 顾到每

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独有的

东西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

的。 把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和每个

国家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

的问题,使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适应

于各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的特点的问

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针对“不懂得发现和掌握每个国家的民族特点”
的问题,斯大林强调指出:

 

只要各民族间和各国间差别还

存在(这些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

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

持很久很久),那么各国共产主义工

人运动的国际策略的统一要求的不

是消除多样性,不是消灭民族差别

(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在运

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

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

节上加以正确的变更,使这些原则正

确地适应并且适用于民族的和民族

国家的差别。[5]303-304

1928 年 6 月底到 7 月中,中共六大在莫斯

科召开。 根据周恩来的回忆,斯大林在会前与

参会的中共领导人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

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 ……
‘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6]158。
1933 年 1 月,王明起草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

的《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论满

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3 月发表《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革命》,这些都深刻地影响到了共产

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思考与指导。
1933 年 4 月 21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

方地区书记处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共民族政策

的总原则的建议”;这份文件在传达给中共中央

时还夹带有王明的附信:“中国共产党必须从这

些条款出发,提出为消灭帝国主义、中国封建

主、资本家和国民党政权对中国非汉族人民的

民族压迫而斗争的问题”,并“要十分明确地提

出具体的民族问题”[7]402-403。 三天后,共产国际

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听取了王明关于“中国反帝

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并责成王明代

表共产国际对中共“起草简要的指示”[7]423。
在这份名为关于“中共民族政策总原则”

的建议中,共产国际首先明确地把中国的“民族

问题”视为国家独立解放的问题:“从民族问题

的角度来说,中国国情的最重要特点是:作为半

殖民地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剥

削之下。 特别是在目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

在吞没中国一个又一个的地区(满洲、热河),中
52

第 43 卷　 　 　 　 　 　 　 　 　 陈建樾:“团结各民族为一体”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者重新瓜分的危险。 帝国

主义强盗正在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中国

军阀集团的统治,把中国分割成帝国主义的‘势
力范围’。”其次,共产国际认为的中国民族问题

在对内意义上是“对待非汉族人民的民族问

题”,也就是内部各民族的解放问题,因为“国民

党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继续实行对中国非汉族

人民的野蛮民族压迫政策”,所以“中国的反帝

反封建革命,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

的指导下,必然将彻底消灭汉族对非汉族人民

和少数民族的压迫”。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要求

“应当首先注意到(蒙古族、回族、朝鲜族、傣族、
彝族、满族等非汉族民族),他们在中国边远地

区(满洲、内蒙古、甘肃、贵州、云南)居民中占大

多数,并形成了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西部的地

区少数民族”。
通过这份文件,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国共产

党应该在广大群众面前揭露国民党在民族问题

上的反革命的和封建强制的政策,这种政策甚

至比 1911 年宪法更反动。 在南京宪法中只字

未提中国的各民族,而国民党竭力对中国存在

成千上万的革命的非汉族居民这一事实保持沉

默”。 并且提出了“反对民族压迫及对非汉民族

和少数民族的不平等的”的总口号:“打倒帝国

主义统治;打倒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独立的中国

万岁;中国各族人民的劳动联盟万岁……争取

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与苏维埃中国结成兄弟

般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地主

资产阶级反革命进行斗争;中国各族人民的全

面平等万岁;同苏联的友谊和兄弟联盟万

岁”[7]403-409。 根据这个“总原则”的建议,共产国

际还在另一份发给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分门别类

地对满洲、内蒙古、甘肃、华南、新疆等地区的民

族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划和指导[7]403-422。
二、“不要犯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季

米特洛夫与共产国际的策略变化

其实在遭到斯大林批评的前后,季诺维也

夫和托洛茨基已经先后失去了在共产国际执委

会的职务;到 1929 年 4 月,接替季诺维也夫的

布哈林也被解除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职

务;莫洛托夫“在形式上成为共产国际的领袖”,
但在 1927 年-1935 年间,共产国际实际上由马

努伊尔斯基等人领导[8]451。
在严厉批评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时候,斯大

林已经注意到了国际形势即将发生急剧的变

化:“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这一问题是现时

的基本问题,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 这里所

说的不是什么不固定的无形的新战争‘危险’,
而是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

的威胁”;“最近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对

世界的重新分割和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已经

‘过时’了。 某些新的国家(美国、日本)跑到前

面去了。 某些老的国家(英国)落在后面了。 在

凡尔赛几乎被埋葬了的资本主义德国正在复

活、成长并日益强大起来。”[5]291

1934 年 11 月 7 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季米

特洛夫在《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为建立统一战

线而斗争》的文章,其中指出“法西斯是一些最

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最反动的沙文主义分子

的代表,他们采取重新瓜分世界的办法来寻求

摆脱危机的出路时,竭力用民族主义或种族主

义的宣传来愚弄广大群众,唆使一些民族反对

另一些民族,以此来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他由此提出“当前,关于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问

题已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和首要任

务”[9]
 

502。
1935 年 8 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

中共代表在贺词中向共产国际保证“中国共产

党将尽一切努力,团结全国所有的反帝力量,并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国民党的斗争中领导

他们胜利前进”[9]79。 虽然共产国际此时已经与

失去了与中共的联络且并不知道中共正在进行

长征,中国革命还是被高度赞誉为“第一个殖民

地革命的范例”:“在革命中实现了无产阶级思

想上的领导和初级形式的国务上的领导。 以中

国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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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自己能够解决一些伟大的历史性问题,
能够捍卫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完全独立,能
够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
铲除高利贷祸害,实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革

命改造。”按照共产国际反对关门主义的统一战

线新策略,“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
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国主义统一

战线问题就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9]89-90。
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更加的

危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暴行和新的战争危险

的影响下”,旨在“制定共产国际新的策略”[8]459

的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应该把工作重点转到“基
本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的制定方面,以便“帮
助各国共产党利用自身的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经验”;而且“同时也要避免把一国的经

验机械地套用到另一个国家,避免用陈规旧习

和一般公式来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

析”[10]618。
“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一切殖

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就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11]457,季米特洛夫由此

建议中共“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

国代理人的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一统一

战线要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

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力量”[11]437。
就在季米特洛夫做报告的当天,《真理报》

以社论的形式扼要地向外界传递了共产国际七

大的内容,“过去的七年再次证明国际的路线是

正确的,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

正确的。 大会指出了国际若干支部存在的严重

缺点,也承认共产国际对这些支部的政治帮助

太迟了”;“大会建议执行委员会‘把自己活动

的重心转移到为世界工人运动制定基本的政治

和策略方针,在解决一切问题时都从每个国家

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出发,并一般应避免对各国

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务进行直接干预’”[12] 。
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共产国际七大决

议要求各国共产党“积极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执

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政策,根据具体形势

和阶级力量组合正确而灵活地运动策略”以“保
证动员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

和资本主义的统一的斗争”;同时要求中共“应
该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与开

展全国的反帝人民运动联系起来。 这个运动必

须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

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首先是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苏维埃必须成为

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解放斗争的中

心”[10]632-633。 由于中国革命受到的共产国际的

赞誉,共产国际七大的会场上挂有“中国苏维埃

万岁!”横幅[13]64,大会的开幕词中也特别“向发

展壮大中的中国革命致敬”[13]76,中国在共产国

际七大关于季米特洛夫报告的决议中成为唯一

被提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根据,而所有这些都

凸显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特别关注。
一方面,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中国驻共产

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吴玉章等人委托王明代表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起草《中国苏维

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

胞书》(《八一宣言》);7 月 14 日,王明起草完成

后[14]76,在 7 月 19 日通过米夫提交给共产国际

执委会;9 月 7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定

通过飞行表决予以批准;9 月 10 日,共产国际执

委会完成了飞行投票表决,并在 9 月 24 日正式

批准[15]33-44。 在这份经由共产国际批准的《八
一宣言》中,中共呼吁“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

族(蒙、回、韩、藏、苗、 [瑶]、黎、番等)的兄弟

们”,“大家起来! 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

迫”[16]524。
而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迫不及待地想

与中共建立联系,“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

执委会代表团以及苏联特工部门早在共产国际

七大结束前就已采取措施,让中共中央和中国

其他地区的中共组织了解(共产国际)新的策

略。 在代表大会结束前就派遣参加过《八一宣

言》讨论的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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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李复生)扮成商人前往中共中央”[15]8。
三、“团结各民族于一体”: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一个基本理念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

起镇。 22 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

总结发言中指出,长征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已

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他要求“打
通国际线路”,因为“特别是现在世界形势剧变,
日本加紧进攻我们,我们不但要取得国际的政

治帮助,而且还要取得技术帮助”[17]1-2。 11 月 7
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李维汉等人及中央

机关进驻瓦窑堡。 10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成立[18] 。 13 日,张
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认清陕北

苏区的重要”之一就是“靠近外蒙古及苏联,便
于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他同时要求“发动群众,
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来开

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 由于“必须动员最广

大的群众来参加这一战争”,他提出“还要特别

加强在蒙古少数民族中的工作”[17]3-4。
1935 年 11 月下旬,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

英)经外蒙古、内蒙古到达陕北,并从定边被护

送到瓦窑堡。 11 月 18 或 19 日,张闻天在瓦窑

堡与张浩“彻夜长谈,听取了他关于国际七大建

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以及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

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内容”;20 日,张闻天向毛

泽东通报了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同时立

即研究共产国际的新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

况,着手制定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方案”[19] 。 李

维汉就此回忆说,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实际上

“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做了思想准备”[20] 。
根据林育英的口头传达,张闻天在 1935 年

11 月 29 日提出:“我们目前要利用统一战线,争
取广大阶层在我们的领导之下,也就是动员广

大群众,争取广大群众在我们的周围,扩大统一

战线。 甚至对上层统一战线,我们都要争取”;
目前“最阻碍我们工作的关门主义,使我们不能

深入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由于“不打破关门

主义就不能到广大群众中去”,所以“统一战线

不只是限于宣传,要变成实际行动”[17]34-35。 11
月 28 日,中共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把“中国

人民”和“中国民族”等同起来,这进一步凸显

出经过长征的共产党人继续坚持成为中华民族

利益代表者的初心与使命:“在亡国灭种的面

前,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 只有在全国海

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

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

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民

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16]580

1935 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由张闻

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

决议》中,劈头第一句就说明了中国形势的变化

以及与世界革命的关联性:“目前政治形势已经

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

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

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
在世界是战争与革命的前夜”[16]598;也正因于

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

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

人:日 本 帝 国 主 义 与 卖 国 贼 头 子 蒋 介

石”[16]604-605;“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

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

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
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

反日的战线上去。 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

一战线的总路线”[16]609-610。
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共产党宣告把苏维

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些政

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不

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

的”;在这一决议中,中国共产党特别向回族、蒙
古族等少数民族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卖

国贼“是我们的共同的敌人”并呼吁联合起来将

其打倒。 如果联系到“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
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16]616,我们就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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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国共产党此时阐发的中华民族概念已经具

有了对外和对内的两个面向,即在对外意义上

中华民族是中国人同义的“国家民族”概念;而
在对内意义上又内在地包含着各个少数民族。
由此可见,较之“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
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中共二大宣言[21] ,瓦
窑堡会议在中华民族的概念上有了更进一步的

认知。
“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

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

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

小的‘裂痕’”,因为“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

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社会

的科学社会主义”[22] 。 援引精读过的这本列宁

著作,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着重指出:“国民

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
要发生破裂的。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

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

这种破裂的可能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

命队伍中的幼稚病。 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

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 革命的道路,同世

界上一切事务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
是笔直的。 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因此,“关
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

东西。 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

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

统一战线”[23] ;而在民族问题上,“少数民族,特
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下,
正在起来斗争。 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

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24]155。 而在

瓦窑堡会议的军事决议中,中共要求“把蒙回两

族(首先是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

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

争直接结合起来”[16]592。
在 1944 年的一份回忆中,周恩来反思说,

在大革命那个时代“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

一是定型化。 所谓公式化,就是教条地搬用俄

国一九○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

的公式到中国来”,“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

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6]167。 从关于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中央决议和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中,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理论探索,已经迈出了实践上坚实而重要

的一步。 而这一步,显然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密

不可分,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

际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我们不会

再是孤立的了。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

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24]161-162

如果说瓦窑堡会议启动了中国以反蒋抗日

为诉求的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在西安事变后举

行的洛川会议则全面开启了全国各阶层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在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虽然有

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和上

层的)”字样,但核心还是聚焦于“反蒋抗日”,
而真正的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到西安事

变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告达成,而这个“历史

性的转变”,共产国际同样给与了重要的指导和

强力的推动。
1937 年 11 月 29 日,王明经由新疆回到延

安,毛泽东以《饮水思源》致欢迎词[14]91。 但王

明旋即忘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临行嘱

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进攻中央

的路线”,使得毛泽东被孤立[25]480-481。
1938 年 4 月 14 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在

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战形势

及中共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7 月 17 日,
王稼祥和任弼时在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会议上做了口头说明和补充,王稼祥在发言中

着重补充说明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不同之处[26]189。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对蒙回少数民族

工作进行了部署和规划。 例如 1936 年在关于

内蒙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围绕“把蒙古人民吸引

在中国苏维埃的影响下”,“进行两个民族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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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从现在的宣传组织以及个别问题上的斗

争走上将来的公开的独立组织内蒙政权与队

伍,进行武装反日反中国军阀的斗争”[27]75;
1937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另一封指示信中提出

“蒙汉联合抗日,是目前绥蒙工作的最高原

则”[27]284;8 月 12 日,中共在地方工作的原则指

示中指出,“在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共同抗日的

口号之下,组织与武装全体韩民,蒙民,回民参

加抗战。 应该争取这些少数民族的动摇上层分

子(如德王之类)到抗战中来。 汉人的政府与军

队,应该同少数民族的上下层建立良好关系,反
对大汉族主义,使他们自愿的同我们亲密的联

合”[27]320;8 月 25 日,中共在洛川会议后发布的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把“动员蒙民回民及

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

原则下,共同抗日”列入“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的内容之一[27]396;11 月,毛泽东、张闻天、肖劲光

在给高岗的指示中,要求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

致抗日”和“保卫绥远”为口号去发起各旗王的

联席会议,同时做好在蒙汉民的工作[27]328。 但

这些工作,并没有被写入由王稼祥向共产国际

汇报的工作报告当中[27]100。
1938 年 6 月 1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在决议中充分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

的”,同时提醒中共要更多地注意“在吸收中国

少数民族,蒙古人和穆斯林参加全国自卫斗争

方面,必须开展广泛的工作,因为现在日本帝国

主义者正在他们中间进行蛊惑宣传和挑拨离间

的工作;必须帮助蒙古人和穆斯林组织起来,保
卫自己的土地和生命,反对日本侵略者”[13]100。
7 月初,季米特洛夫在与任弼时和王稼祥的谈

话中指出:“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

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

锻炼出来的。 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党

领导人了。”7 月4 日,王稼祥携带共产国际给中

共的 30 万美元从莫斯科启程,于月底经新疆、
兰州、西安到达延安;8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准备在六届六中全会作政

治报告的大纲;9 月 8 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

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共产国际

对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支持由此得以公开发

表[26]190-195;9 月 14 日,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

的意见:“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

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

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

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国
际认为,统一战线是建立起来了,但今天还不够

广泛与坚固,这是总的估计”[28]138-139。
1938 年 10 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

开。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

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议题: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

体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具体的马克

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

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

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

象地应用它。 ……因此,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

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

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

须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瓦窑堡会议期间的中国共产党人

进一步确认了成为中华民族利益代表者的使命

与担当,那么六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厘定了中

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内涵。 在“团结

中华各族,一致对日”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

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 对着

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

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

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27]658-658,619

在关于统战和组织工作的报告中,张闻天

要求“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

原则。 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

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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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27]663;同时

开列了六条关门主义的表现,要求在干部教育

中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循序渐进,“特别着重于

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

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27]701-702。 这

一报告中还专设了“关于少数民族中的工作”,
用一节的篇幅规定了抗战期间的少数民族工

作,其中特别指出“日本正在挑拨汉族与蒙、回
民的斗争,反对中国,破坏中国的国际交通线。
国民政府对蒙、回民等少数民族没有一定的方

针(抗战建国纲领上,没有一条说到)。 而它过

去对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造成了民族之间

很深的仇恨”[27]710。 而对中共来说,“少数民族

的重要作用,特别在西北”;因此,中共的方针应

该确定为“争取少数民族,在平等的原则下同少

数民族联合,共同抗日”;在这里,“给少数民族

以自治权”的内涵已经调整为“在有少数民族居

住地区的地方政府中,应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参

加,组织少数民族部”[27]698-699。 这表明我们党

越来越多地把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从苏联经验

的联邦制移转到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面,而这恰

恰是基于中国的多民族国情和历史传统所做出

的自主选择[29] 。
1945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发言指

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

议。 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

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

中国命运的。 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
《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

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30]也正如此,中共

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专门发出电报感谢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给予了中国共产党新的

政策,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和帮助。
近三年来的世界事变,特别是中国的事变过去

和现在都表明,斯大林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

你们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你们的领导和

帮助下,在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党员

的英勇斗争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从过去国

内各党派之间、军队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斗争转

到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新政策。 结果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所

实行的政策有了改变,十年内战结束了,神圣的

抗日民族自卫战争开展起来了”[13]103。
1938 年 11 月 6 日,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

全会闭幕词中指出:“此次大会表示我们已掌握

马列主义,以之分析具体的复杂的环境,定出正

确的方针与政策”;“此次会在中华民族史上亦

有重大的意义, 推动抗日战争走向最后

胜利。”[28]147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因国情而具有内

与外以及上与下、一与多的多层次性。 在对外

意义上,民族问题意味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而在对内意义上则意味着各民族的团结奋

斗与发展繁荣;而这两个层次民族问题的解决

之道都是经典作家所揭橥并践行的民族平等原

则。 作为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天然地

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作为第一次飞跃

标志的毛泽东思想当中,因此它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程同步,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中苏两国都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多民族国

家,因此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和举措对于半殖

民地的中国显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也正是

多民族的国情和革命建国的经验,联共(布)和
共产国际也能够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给予中共

及时的提醒和原则指导,正是在这种内外合力

的交互作用之下,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独立

自主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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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f
 

the
 

Party’s
 

work,
 

always
 

adhering
 

to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the
 

Chinese
 

Marxism
 

women’s
 

perspective,
 

and
 

always
 

pursuing
 

the
 

goal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in
 

women’s
 

work.
 

The
 

basic
 

experiences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women’s
 

work
 

provide
 

profound
 

enlightenment
 

to
 

women’s
 

work
 

in
 

the
 

new
 

era,
 

which
 

in-
clude

 

the
 

following:
 

always
 

adhering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women’s
 

work,
 

adher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
cialist

 

wome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striving
 

for
 

women’s
 

development
 

in
 

the
 

jour-
ney

 

of
 

realizing
 

the
 

China
 

Dream.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omen’s
 

work;
 

women’s
 

liberation;
 

gender
 

equality

“Unifying
 

the
 

Ethnic
 

Groups
 

as
 

a
 

Whole”
 

and
 

Adapting
 

Marxist
 

Ethnic
 

Theor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EN

 

Jian-yue
 

Abstra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efinition
 

and
 

clarification
 

for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state
 

nation”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deepening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ethnic
 

situ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matter
 

tha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ad
 

to
 

deal
 

with.
 

Furthermore,
 

it
 

was
 

accompani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rrect
 

path
 

to
 

solve
 

the
 

national
 

ques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dapting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naturally
 

and
 

inherently
 

includes
 

the
 

way
 

to
 

deal
 

with
 

and
 

solve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is
 

not
 

achieved
 

overnight,
 

it
 

involves
 

not
 

only
 

the
 

arduous
 

exploration
 

and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autonomous
 

practic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also
 

the
 

inseparable
 

strategic
 

shift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external
 

assistance,
 

and
 

strong
 

support
 

at
 

critical
 

junc-
ture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PC,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his-
tory

 

from
 

the
 

Wayao
 

Fort
 

Conference
 

to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decided
 

the
 

fate
 

of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
 

ethnic
 

polic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Wayao
 

Fort
 

Conferenc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
 

Relational
 

Analysis
 

of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ZHANG

 

Shu-juan,
 

TIAN
 

Meng
 

Abstract: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cohesive
 

emotion
 

born
 

of
 

thousands
 

of
 

years
 

in
 

Chi-
nese

 

history
 

and
 

practice,
 

and
 

its
 

inner
 

structure
 

is
 

a
 

subjective
 

reflection
 

of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wo
 

being
 

isomorphic.
 

The
 

historical
 

legacy
 

received
 

by
 

the
 

new
 

China
 

is
 

not
 

only
 

the
 

inheritance
 

of
 

ethnic
 

rela-
tions

 

at
 

the
 

level
 

of
 

social
 

existence,
 

but
 

also
 

the
 

inheritance
 

of
 

ethnic
 

consciousness
 

at
 

the
 

level
 

of
 

social
 

conscious-
ness.

 

Therefor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both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and
 

the
 

consolidating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depends
 

fundamentally
 

on
 

the
 

smooth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and
 

productive
 

lif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resistance
 

to
 

the
 

influence
 

of
 

narrow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gradual
 

elimination
 

of
 

the
 

soil
 

where
 

the
 

national
 

problems
 

arise.
 

Guided
 

by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
nese

 

na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current
 

relationships,
 

understand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and
 

break
 

through
 

boundaries
 

through
 

relentless
 

efforts
 

at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th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fields.
 

Every
 

member
 

of
 

the
 

society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network
 

of
 

relation-
ships,

 

and
 

their
 

sense
 

of
 

oblig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consolidated
 

and
 

strengthened.
 

Focusing
 

on
 

the
 

“main
 

line”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rogram”
 

has
 

been
 

set
 

aloft,
 

weaving
 

a
 

network
 

of
 

longitude
 

and
 

latitude
 

of
 

ethnic
 

relations
 

that
 

highlights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finally
 

realizing
 

the
 

“two-way
 

rush”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former
 

is
 

based
 

on
 

the
 

decisive
 

role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
 

practice,
 

and
 

the
 

latter
 

is
 

based
 

on
 

the
 

dynamic
 

role
 

of
 

social
 

cons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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